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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语系”文学（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由美国学者史书美提出，并在《视觉与认同：跨太平

洋华语语系》 （Ｖｉｓ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０７。
以下简称《视觉与认同》）中首次做了阐释，即指“在中国之外，以及处于中国及中国性

边缘的文化生产网络，数百年来改变并将中国大陆的文化在地化”（２０１３：１７）。
２０１７ 年，史书美推出《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以下简称《反离散》），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做了更

为系统的阐释。 虽然其部分内容已发表，但经系统整理后的“华语语系”文学，其概念

和例证被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不同于《视觉与认同》中将概念放置在具体的电影、艺术作品中探讨，《反离散》更

具有理论高度。 在“导论”中，就将以前没有深入解释的华语语系概念做了系统介绍，
在后续章节中贯穿“离散有其终时”和“去中心”（２０１７：４７）两个理论重点进行阐释和

论证，阐明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华语语系”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有关“华
语语系”文学研究的问题、“华语语系”的理论对台湾文学研究的意义、“华语语系”文
学与后殖民理论框架的关系等问题，并以美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文学现象作为例证进

行探讨。
史书美虽是“华语语系”文学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但由于其理论框架的包容性不

足，导致争议不断。 理论边界的僵化设定、对“在地性”的强调，都限制了其对作家、作
品的定义，加之其前后矛盾的阐述，使得这一理论在阐发华语创作时捉襟见肘。

一、 “华语语系”文学的定义和边界

在《反离散》中，史书美延续了其在《视觉与认同》和“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
（２００４）中的理论框架，认为“华语语系”文学应强调在华语语言族群中，以“他 ／ 她使用

何种语言为分野”（２０１７：４０），强调忽略种族身份，是一种“跨国家和民族的、全球的，包
括那些位于中国和中国性边缘的各种华语形式”（同上）。 “华语语系”文学之所以近

十年来争议不断，正是因为史书美的这一设想和边界存在巨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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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提出首先有不妥之处。 史书美有感于美国学界使用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中国文学）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华文文学，中国之外的文学）指代

中文创作，对照 Ａｎｇｌｏｐｈｏｎｅ（英语语系）、Ｆｒａｎｃｏｐｈｏｎｅ（法语语系）等殖民地文学提出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这一说法。 同时以东亚许多地区能以汉字笔谈而得出结论———中国是文化

帝国，“这与法语区的存在有相似之处，它的出现乃在于法国在非洲与加勒比海的帝国

扩张以及文化与语言的殖民”（２０１３：５４）。 这些说法显然十分荒谬。 如刘俊所说，Ａｎ⁃
ｇｌｏｐｈｏｎｅ、Ｆｒａｎｃｏｐｈｏｎｅ 意指英、法殖民地使用殖民宗主国语言的现象，这一指称代表被

殖民地区与殖民宗主国之间“平等地”构成了一种“语系”关系（５２），以此颠覆殖民宗

主国的中心地位。 而中国不是殖民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语社群的形成也与

英、法殖民地不同，因此史书美如此类比而来的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是十分不妥的。 而东亚汉语

圈的形成更不源于中国官方的强制推行，日、韩沿用汉字书写系统的基础是保有自己

的语音系统，而史书美仅凭书写系统的相似性就断定东亚汉语圈与殖民形成的英语

圈、法语圈相同，显然不合理。
其次，“华语语系”文学定义的边界有双重标准的一面。 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

文学强调“声音和书写上的多语性及多文性”（２０１７：２０），其内容应该“包含位处民族

或民族性边陲的各种华语社群与其的表述” （２０１７：２３）。 史书美将汉族人书写的“中
国文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排除在这一概念之外，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则被统摄在

“华语语系”文学麾下，强调两种社群的中心与边缘地位。 然而，“华语语系”文学声称

忽略种群身份，同时又以语言区分族群，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华语社群———汉

族———排除在外，是令人费解的。
在指代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语地区时，“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又呈现出不同标准的

一面：在中国台湾，国语、河洛话、客家语等不同形式的华语，被定义为华语语系台湾文

学，而原住民语言文字、殖民时代遗留的日语创作、拼音罗马字母等是与华语语系台湾

文学并列存在的，它们同属于台湾文学。 换言之，“华语语系”文学在指代台湾时，则只

包含华语创作，而不包含少数民族的语言创作了。
“华语语系”文学的边界，在指代中国大陆时剔除了主流族群的中文书写，将少数

民族的表述纳入其中，却忽视了这些族群运用的语言并不是“华语”；而在台湾则扩大

了这一边界，采纳主流的华语书写，排除南岛语系其他创作语言，这一双重标准与其

“去中心”的批评维度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对于是否强调作家的种族身份，史书美表述了两种不一致的标准，“华语语

系”文学的边界变得模棱两可，这又进一步导致她在使用这一概念定义具体的作品时，
显得前后矛盾。

二、 萧红和高行健———如何定义一位作家、一部作品？

“华语语系”文学将世界各地华语社群的创作统摄到一起，与大陆的“世界华文文

学”有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华语语系”文学仍强调具体的华语社群具有特殊性，试
图定义其在地性和边界。 例如，马来西亚华语社群的创作被称为“华语语系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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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属于马来西亚文学；台湾的华语创作，属于“华语语系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

的一部分。① 换言之，“华语语系”文学在定义作家、作品时，强调的是其“在地性”。
但在对具体作家的定义和归类中，对“在地性”的强调又导致了自相矛盾的分类标

准。 在《反离散》中，史书美认为萧红的《呼兰河传》属于香港文学，其理由有二：《呼兰

河传》写于香港，书中描述的东北是萧红在香港想象的东北。 换言之，史书美将《呼兰

河传》放置在香港的创作环境中，是其强调香港文学“在地性”的一环。
然而《呼兰河传》并非完全作于香港，香港对于它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从创作地点

看，《呼兰河传》的创作从 １９３８ 年萧红在武汉时开始，到 １９４０ 年在香港最终完成，书稿

跟随萧红四处辗转。 香港是萧红的最后一站，对家乡的想象和塑造在其流亡途中就已

完成。 换言之，香港在《呼兰河传》的创作过程中可有可无，而史书美仅凭作品完成于

香港、萧红逝于香港，就认为作品属于香港文学，是片面的。 《呼兰河传》展现了萧红离

开东北后，对家乡由憎恨转为眷恋的情感，这种想象跟随萧红从上海至武汉，再到香

港，的确与其“出走”有关。 而史书美错置了香港与《呼兰河传》的创作关系：不是“出
走”的目的地香港造成了呼兰河形象的塑造，而是“出走”本身造就了《呼兰河传》。

所以，并不是在香港写成的作品就属于香港文学。 史书美将《呼兰河传》纳入香港

文学的目的，“是一种在地性的追求”（２０１７：１９０）———为了“在地性”的追求而忽略了

文学本身的评判标准是有失妥当的。 《呼兰河传》的香港文学特性，是一种不存在的

“在地性”———香港既没有提供一种身份，也没有真实地在场。
同时，史书美这一评价标准也是矛盾的。 按照这一评价标准，高行健在国内完成的

《绝对信号》《车站》等作品应纳入中国文学的范畴，而史书美却对此讳莫如深，转而强调

高行健已入籍法国，将他的作品视为法国文学。
高行健的代表作《绝对信号》（１９８２）、《车站》（１９８３）均完成于其在北京人民艺术剧

团工作期间，长篇小说《灵山》 （１９８２－１９８９）也主要完成于国内，这些作品均创作于他

１９９７ 年入籍法国前。 《灵山》中表达的禅宗思想，更是源自他在四川一带的旅行体验。
按照史书美对萧红作品的定义标准来看，《灵山》等作品创作于中国、体现中国文化特

色，应属于中国文学。 而史书美强调《呼兰河传》的香港“在地性”时所忽略的地域身份，
在指向一位体现中国大陆特色的作家时，却不愿意承认作家的“中国性”，转而执着于揭

示作家的国籍身份，正展现了她所说的“在地性”同样排除了中国大陆。
不仅如此，史书美曾特意指出在“华语语系”文学中，作家及作品的语言和国籍并

没有等价关系，那么她又何以强调高行健的法国身份呢？ 很显然，“华语语系”文学看

似放下了对作家地域身份的探讨，强调作品的“在地性”，但在指代中国大陆时，存在明

确的双重标准：“在地性”只能指代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语社群，当一位作家展现了中国

大陆的精神与现实风貌时，就被选择性忽略了。
那么，既然史书美的划分标准是片面的，如何划分一部作品、一位作家的地域范畴

呢？ 除了考虑不同华人社群的国籍身份、创作背景、语言外，作品内容、精神内核与情

感都应该作为标准来综合考量。 例如，张爱玲的《小团圆》作于 １９７０ 年代，却没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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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国生活的必然影响。 与萧红一样，张爱玲对中国大陆的描绘，在于其“离开”，
而离开的目的地可以是香港，也可以是美国。 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因为其精神依归是指向中国大陆的。

三、 “去中心”以后：“华语语系”文学走向何方？

“华语语系”文学强调的“在地性”只是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华人社群的创作特

点，显然这种强调边缘创作特质的理论有着“去中心”的批判维度。 那么，“华语语系”
文学为什么要“去中心”？

史书美有感于中国大陆汉民族华语书写的主流地位，而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语社群

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而提出各地华语社群的不同特质，抵抗的是“中国

性”———“华语语系”文学最初是反对中国中心的。 虽然史书美再三指出“华语语系”
文学反对任何中心，但另一方面又通过在地性、独特性建构自身，“使台湾文学的世界

性浮现于世界地图上”（２０１７：１３８）———其目的显然在于让台湾文学与其他众多“华语

语系”文学联系到一起，提升台湾文学在华语社群，乃至世界上的地位。 在这一维度

上，台湾文学的世界性取代了史书美魂牵梦萦的“在地性”。 然而，史书美忽略了台湾

文学之所以能够在华语社群中占据一席之地，正是因为它的“中国性”，即与其他“华
语语系”文学的共通性，而非世界性———这种世界性与“在地性”恰恰存在巨大矛盾。

以台湾乡土小说和新乡土小说为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兴起的台湾乡土小说，在华

语社群中拥有颇高声望，正在于其展现了乡土中国传统在城市化中如何丧失与自救的

风情，引发了其他华人社群的共情，是其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 而新世纪以来兴起的

新乡土小说则受到了冷遇。 新乡土小说创作致力于书写台湾社会的“在地性”与特殊

历史，虽然审美品格仍高，但至今未能被台湾以外的华语社群广泛接受，与其“在地性”
无法使其他华语社群共情有极大关系。 其对台湾“在地性”的极端推崇导致了自我封

闭，限制着新乡土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因此，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共性，是
其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对“在地性”的过度强调，反而扼杀了台湾文学的传播。

此外，“华语语系”文学反对的“中心”，在不同情境中存在不同含义，又显示出更

多漏洞。 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文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最终目的”（２０１７：２４３），马来

西亚华人处于弱势，就应去马来化；在中国大陆则应提倡少数民族的文化。 那么，在以

华语作为主要创作语言的台湾，是否也应反对这种主流形态的“华语语系”文学？ 史书

美认为大陆汉民族的创作构成了相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和其他华语社群的中心地位，因
此要反对这种中心主义。 如果将这套逻辑用于台湾，既然“华语语系”文学反对一切中

心，那么台湾同样存在中心主义，所以“华语语系”文学也应反对台湾主流华语社群的

华语书写，提升原住民创作的地位。 然而，史书美对此隐而不谈，却再三声明台湾文学

在东亚文学、世界文学版图中的边缘地位，其意识形态意味昭然若揭。
因此，“华语语系”文学的“去中心”只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而并非史书美所声称的

那样开放，同时更企图走向另一种自我建构的中心：“华语语系”文学掩盖了台湾地区

原住民的语言、文字和文学，因而也是一种霸权话语。 当台湾文学成为“华语语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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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领头羊，它就变成了其自身反对的中心和权威，走向其反对的一面。 因此，“华语

语系”文学适用于边缘的、需要争夺话语权的地区，一旦台湾文学走向中心，这一概念

就会被弃置了。
因此，“华语语系”文学既反中心，又在争夺中心。 当台湾文学将自己分离出来，其

所建立的新“华语语系”文学便是以台湾为中心的、其所反对的另一种霸权了———“华
语语系”文学的去中心指向了谋求台湾文学在华语社群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去中心”
的目的是建构另一种中心。 事实上，“华语语系”文学声称“当中国中心论者放下身

份，以开放与公正的态度面对差异，也许华语语系圈就仅是历史境况的描述词，指涉所

有运用华语（多样的汉语）的地区，当然也就包括所谓的中国中原”（２０１７：７０），也明确

说出了“去中心”掺杂的政治考量，而非仅止于“去中心”。

四、 余论：“华语语系”文学无法解答的问题

过多的政治考量让“华语语系”文学不仅存在定义边界、“去中心”等问题的自相

矛盾，更存在众多无法回答的问题。
首先，被置于“华语语系”文学中的作家与作品，需强调其“在地性”，还是共通性？

史书美认为“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应侧重“在地性”，那么就必须给作家一种文学身份，
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落入政治的框架。 而另一方面，“华语语系”文学的共通性则让

华人社群表现出拥抱（华语）世界的姿态：具有华语社群共通性的作品相比于顾影自怜

的“在地性”作品更能引起华人族群的共鸣，进而广泛传播。 这似乎是一种吊诡：“华
语语系”文学强调华人社群的差异性，而差异性又成为其发展瓶颈。 新加坡学者陈荣

强（Ｅ． Ｋ． Ｔａｎ）认为，新加坡推行“讲华语运动”，造成了“普通话”和“方言”的抗衡关

系，因此大力倡导以“在地性”的闽方言进行交流。 虽然这无可厚非，但以方言作为表

达语言势必造成难以交流的状态，致使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学无法走向世界（Ｔａｎ ２６－
２７）。

其次，“华语语系”文学无法处理华语写作的文化指向、语音和文字的关系等问题。
“华语语系”文学既强调以“华语”统摄华语地区，又声称这“象征的是某一语言群体对

其他语言群体施展的霸权，以及对异质性的压迫”（２０１７：１６９），显示了其定义的“精神

分裂”与张力。
另外，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的华语社群亦存在特殊性。 如何定义瓦历斯·诺干、

夏曼·兰波安等使用华语书写的台湾原住民作家？ 夏曼·兰波安虽使用华语创作，但
通常以汉字表现达悟族的符号和语意。 史书美一方面认为台湾的国语、河洛话、客家

话等属于“华语语系”文学，一方面又回避原住民运用华语却指向自身语言文化符号的

创作。 这显示了“华语语系”文学无法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史书美一边表示语言并不决

定认同，一边又指出当移民的后代不再使用汉语，他们便“不再是华语语系群体的组成

部分了”（２０１７：４８），将语言转变作为离散终结的标志。 那么语言究竟能否成为定义族

群的标准？ 史书美认为华人移民“离散有其终时”的标准是对汉语的弃置，却忽略了在

语言之外，文化情感与认同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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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史书美强调对华研究应关注殖民的一面，其论述策略在于将中国假想成殖

民者，并将研究放置在去殖民的框架内。 但这种“以西方民族国家思维来解释中国多

元一统的政治文化格局”（张重岗 ７８）的思路，显然只是对西方概念的生搬硬套，忽略

了中国的历史境况，因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史书美致力于建构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虽统摄了华语社群的大部

分文学现象，但由于其意识形态考量和理解偏差，其定义的边界有其僵化之处。 它不

仅将中国大陆的主流华语书写排除在外，同时也并不能完全解释其他华语社群纷纭复

杂的文学现象，更存在很多无法纳入的群体及作品。 虽然“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提升

了对马华文学的关注度，让海外汉学对华语创作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国大陆，但这一

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目的值得警惕。
相比之下，王德威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更包容，将中国大陆的华语书写及更广的内

容囊括进来，把这一概念描述为开放式的、可以讨论的定义。 不过，回到史书美提出的

“华语语系”字面本身，又显然无法指称一些处在交叉地带的文学现象，如哈金、汤亭亭

等人的英语创作。 因而“华语语系”文学的提法，或许将来会被更为精确的概念来规

范，但在当下仍没有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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